
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基于迁移决策的计量分析

邓曲恒　邢春冰

内容提要　空气污染不仅对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会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失。

估算人们对改善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可以间接反映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从而也能够评

价空气污染所致的经济损失。然而，由于空气质量是非市场物品，对清洁空气的支付意愿

需要通过对经济主体的陈述性偏好或显示性偏好的分析而得到。本文在居住排序的分析框

架下，基于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城市加总数据，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

农民工在迁移目的地之间的迁移决策，进而估算了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弹性为１４６３，对空气质量的边际支付

意愿为１１３７元。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则表明，不同特征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弹

性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但差异在数值上的幅度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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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也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大量研究

考察了空气质量对于人们健康的影响，关注的指标包括死亡率、心脑疾病、呼吸疾病、

心理健康等 （Ｃｈａｙ＆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３；Ｃｕｒｒｉｅ＆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０５；Ｋｎｉｔｔｅ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Ｍｏｒｅｔｔｉ＆Ｎｅｉｄｅｌｌ，２０１１；Ｓｃｈｌｅｎｋｅｒ＆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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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过去数十年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

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考察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响。但是由

于空气质量和人们的健康状况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要识别出这种影响往往比较困

难。同时，由于很难通过可控实验来识别上述影响，研究者们通常使用自然实验来识

别空气质量对于健康的影响。比如，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以淮河为断点，利用淮河两岸

空气质量的差异识别出空气质量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发现淮河以北地区冬季取暖带来

的空气污染使得其居民的预期寿命大幅缩短。Ｂａｒｗ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则利用 ＰＭ２５的扩

散特征来构造工具变量，估计了空气污染对患病率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还表明，空气

污染无论在短期还是在中期都大幅度地提高了人们的医疗支出。此外，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还考察了空气污染对人们的精神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空气污染降低

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并提高了人们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

估算人们对改善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可以间接反映清洁空气的经济价值，从而

为环境治理提供政策支持和参考。由于空气质量不是可交易的市场物品，因此，空气

质量的市场价格并不存在。但借助于对经济主体的陈述性偏好或显示性偏好的分析，

可以推断出人们对清洁空气的支付意愿，进而估计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

很明显，不同城市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城市满意度以及空气质量等往往存在着差

异，而人们对居住地的选择则无疑反映了其对经济机会、城市满意度以及空气质量等

的不同偏好。已有大量文献基于居住排序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ｒｔｉｎｇ）的框架，分析了人们在

不同城市的居住和迁移行为，进而估计了人们对空气质量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气候

适宜度 （Ｓｉｎ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城市规模 （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教育 （Ｇｅｒｔｌｅｒ＆

Ｇｌｅｗｗｅ，１９９０）甚至城市中的露天场所 （Ｋｌａｉｂｅｒ＆Ｐｈａｎｅｕｆ，２０１０）等非市场物品的支

付意愿，进而估算出这些非市场物品的经济价值。

本文试图利用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城市层面的统计数

据，通过分析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这一显示性偏好，估计农民工对空

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即农民工愿意为空气质量的改善而支付的价格。由于农民工在不同城

市的收入水平有明显差异，但这些城市的空气质量也有所不同，而农民工会根据收入和空气

质量等对迁移目的地进行选择。因此，通过分析农民工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居住选择，我们可

以计算出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进而可以间接估算空气质量的经济价值。

就业和收入无疑是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直接动力。因此，本文利用了离散选择模

型，估计了收入对农民工选择在特定城市居住所能获得的间接效用的影响。由于本文

使用的收入是经过双重自选择性偏差纠正后的预测收入，因此，在估计收入对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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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城市的间接效用时，就业对间接效用的影响也被隐含地纳入了分析。此外，离

散选择模型也能得到对不同城市的生活质量的估计。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越高，

农民工的效用水平自然也就越高。因此，在估计可吸入颗粒物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

之后，结合收入和可吸入颗粒物的估计系数，本文可以计算出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

付弹性与边际支付意愿。

本文的分析方法与 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类似，但本文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在估计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潜在收入时，本文纠正了因迁移和就业而导致的双

重自选择性偏差，而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只纠正了因迁移而引起的单一自选择性偏

差。其次，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只使用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了农民工对迁移目的地的

选择。而本文除了使用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还使用了混合 ｌｏｇｉｔ模型，因此，本文还考察了

不同农民工因对空气质量的偏好不同而反映在空气质量支付意愿上的差异。

基于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弹性为１４６３，对空

气质量的边际支付意愿为１１３７元。与同类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尽管中国

居民对空气质量支付意愿的弹性要大于美国居民，但边际支付意愿要远低于美国①。基

于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则表明，不同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弹性存在统计上的

显著差异，但差异在数值上的幅度很小。

本文下面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综述并介绍了本文的基

本思路；第三部分详细说明了在居住排序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ｒｔｉｎｇ）的框架下估计空气质量

支付弹性的计量模型；第四部分对本文使用的数据进行了简要说明并提供了数据的描

述性统计信息；第五部分报告并分析了估计结果；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讨论了本文的

可改进之处。

二　文献综述与基本思路

（一）文献综述

由于空气质量并不是市场物品，因此其价格需要通过估计经济主体对空气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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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的估计结果表明，美国居民对降低一个单位的 ＰＭ１０的边际支付意愿在
１４９美元～１８５美元之间变动。需要说明的是，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使用的收入指标为年收入，
而本文使用了月收入。但即使将本文的月收入换算为年收入，中国居民对改善空气质量的边

际支付意愿仍处在偏低的水平。



支付意愿来进行推断，而这也是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者通常使用基于陈述性

偏好的条件估价方法和分析显示性偏好的方法来估计经济主体对非市场物品的支付意

愿，这也是通常估计非市场物品的价格的两种基本思路。条件估价方法和显示性偏好

方法各有其优缺点。条件估价方法更为灵活，可以通过观察和询问经济主体在一系列

假想情景下的选择，估计其对非市场物品的支付意愿，而显示性偏好方法则是基于对

经济主体真实行为的分析，两种方法可以互为补充 （Ｃａｒｓｏｎ＆Ｈａ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０５）。国内

有学者利用条件估价方法估计了中国居民对减轻空气污染的支付意愿，即空气质量的

经济价值。例如，李萤等 （２００２）以及蔡春光和郑晓瑛 （２００７）利用条件估价方法分

析了北京市民对改善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彭希哲和田文华 （２００３）采用条件估价方

法考察了上海市民对降低空气污染的支付意愿。

条件估价方法依赖于人们在假想环境下对偏好的陈述，而若当人们果真面临这一

假想的环境时，他们的真实选择可能会跟调查时所陈述的偏好存在差异 （Ｔｒａｉｎ，

２００９），由此会导致估计的偏差。相比之下，显示性偏好方法所考察的是经济主体的实

际行为。陈永伟和陈立中 （２０１２）使用显示性偏好方法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进行了

评估。具体而言，他们使用了特征价格法，利用青岛市的商品住房交易数据以及住房

所在地的空气污染指数，评估了清洁空气的价值。然而，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一定的

投资与投机行为，因此，住房的价格、户型等特征因素可能并不能完全度量经济主体

从住房所获得的效用。如果不剔除投资与投机因素对住房交易的影响，就会导致对空

气质量支付意愿的估计偏差。

显示性偏好方法也有其缺点。显示性偏好方法通常只分析经济主体在某一特定市

场结构下的行为，而当环境政策实施时，该市场结构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此外，显示

性偏好方法高度依赖于理论模型以及计量方法的假定，而这些假定可能并不符合现实

（Ｃａｒｓｏｎ＆Ｈａ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０５）。因此，将使用显示性偏好方法的估计结果与使用条件估

价方法的同类文献进行比较，也可为研究者在特定研究场景中选择条件估价方法还是

显示性偏好方法提供参考。

本文将利用显示性偏好方法来评估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通过考察进城农民工

在空气质量和经济机会各不相同的城市之间的居住选择，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进

行估算①。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可观测特征相同的经济主体对空气质量会有着不同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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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Ｑｉｎ＆Ｚｈｕ（２０１８）分析了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对跨国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
估计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



价，从而会使得空气质量的系数呈现出随机性。因此，本文也将采用混合ｌｏｇｉｔ（ｍｉｘ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农民工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进而考察可观测特征相同的农民工对

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的差异。此外，由于农民工在调查时点无法在多个城市工作，

因此，我们无法获知在 Ａ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若迁移到 Ｂ城市时所能获得的潜在收

入。我们依从 Ｄａｈｌ（２００２）和 Ｂｅｒｔｏ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的处理方法，使用半参数方法纠正

农民工对迁移城市以及就业的自选择偏差，进而计算农民工在当前就业地之外的预测

收入。

（二）基本思路

本文将利用不同城市在空气质量、所提供的经济机会以及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差异

性，通过考察农民工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迁移选择，进而估算出经济主体对空气质量与

经济机会的评价，得出经济主体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农民工在不同城市所能获得

的收入水平存在差异，不同城市的空气质量也不尽相同。在完全理性、具备充分信息

以及流动无障碍的前提下，农民工居住在不同城市所获得的效用是相同的。因此，空

气质量所带来的效用提升必须要以收入水平的降低为代价 （Ｒｏｓｅｎ，１９８６）。本文通过

考察农民工在空气质量和收入水平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就能计算出空气质量的价格①。

假设居住在城市ｊ的经济主体ｉ的效用为Ｕｉｊ＝Ｕｉｊ（Ｐｏｌｊ，ｗｉｊ），其中Ｐｏｌｊ为城市ｊ的

空气污染状况，ｗｉｊ表示经济主体 ｉ在城市 ｊ的收入水平。效用函数满足通常的性质，

Ｕｉｊ
Ｐｏｌｊ

＝ＵＰｏｌ＜０，
Ｕｉｊ
ｗｉｊ
＝Ｕｗ＞０。在均衡条件下，经济主体 ｉ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具有相同

的效用，此时经济主体ｉ对特定城市的空气污染状况和能在该地获得的收入之间进行权

衡。在均衡条件下，对经济主体ｉ的效用函数全微分可得：

ｄＵ＝ＵＰｏｌｄＰｏｌ＋Ｕｗｄｗ＝０ （１）

从 （１）式可知，经济主体ｉ愿意为空气污染的减少，而接受收入水平在一定幅度

上的降低。经济主体ｉ对改善空气质量的边际支付意愿为 （２）式。

ＷＴＰ＝－
ＵＰｏｌ
Ｕｗ
＝ ｄｗｄＰｏｌ （２）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迁移总是有成本的。此外，迁移还涉及到住房这一非贸易

品。本文在下文计量模型设定部分将会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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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Ｒｏｓｅｎ（１９７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这一思路被用于估计众多非市场物品 （空气质量、学

校质量、低犯罪率甚至生命等）的价格。



三　计量模型设定

（一）支付意愿的推导与计算

由于户籍制度、工作转换的困难、心理适应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之

间不能实现无成本的迁移。本文采用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及

Ｓｉｎ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等的居住排序分析框架，在考虑迁移成本的前提下，分析农民工对

居住城市选择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考察空气污染状况和预期收入水平对所居住城市的

选择，进而求出减轻空气污染状况的支付意愿。

假设农民工的效用函数是柯布 －道格拉斯形式，通过求解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

化问题，可以得到居住在城市ｊ的农民工ｉ所获得的间接效用为 （３）式①。

Ｖｉｊ＝αｌｎｙｉｊ－αＨｌｎｐｊ＋βｌｎＡｊ＋∑Ｋ

ｋ＝１
βｋｌｎＸｊｋ＋Ｍｉｊ＋δｊ＋εｉｊ （３）

其中，ｙｉｊ为农民工ｉ在城市ｊ所挣到的收入，ｐｊ为城市 ｊ的非贸易品 （如住房）的

价格，Ａｊ为城市ｊ的空气质量指数，Ｘｊｋ为城市层面的特征 （如城市人口规模等），α、

αＨ、β、βｋ为相应的待估系数。Ｍｉｊ为迁移成本。δｊ为不可观测的城市特征。εｉｊ为正交于

迁移成本与城市特征的残差项。假设 ｐｊ可以由 （４）式可观测的城市特征得到解释②。

将 （４）式代入 （３）式，可以得到 （５）式。

ｌｎｐｊ＝γｌｎＡｊ＋∑Ｋ

ｋ＝１
γｋｌｎＸｊｋ＋τｊ （４）

Ｖｉｊ＝αｌｎｙｉｊ＋βｌｎＡｊ＋∑Ｋ

ｋ＝１
βｋｌｎＸｊｋ＋Ｍｉｊ＋δｊ ＋εｉｊ （５）

其中，β≡β－αＨγ，βｋ≡βｋ－αＨγｋ，δｊ≡δｊ－αＨτｊ。从 （５）式中，我们可以计算

出空气质量指数与收入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的绝对值 （农民工ｉ为获得空气质量指数一单

位的上升，所愿意放弃的收入），即农民工 ｉ对空气质量的边际支付意愿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ｏｐａｙ）为 （６）式。

ＷＴＰｉ＝
Ｖｉｊ／Ａｊ
Ｖｉｊ／ｙｉｊ

＝β


α
ｙｉｊ
Ａｊ

（６）

相应地，收入与空气质量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７）式。

Δｙｉｊ／ｙｉｊ
ΔＡｊ／Ａｊ

≈
ｌｎｙｉｊ
ｌｎＡｊ

＝β


α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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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推导步骤请参见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２０１３）和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
也可以直接将房价纳入分析，具体做法可参见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和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



因此，在估计出α、β之后，就可以根据 （６）式和 （７）式很方便地计算出边际

支付意愿与支付弹性。

（二）预测收入的计算

由于农民工ｉ只有在特定城市ｊ就业的收入，我们无法获知，如果农民工ｉ流动到城

市ｍ（指ｊ城市外的所有其他城市）所能获得的收入水平，因此，需要根据农民工的特征

以及城市ｍ的工资结构等信息，对农民工在其他城市的潜在收入进行预测。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估计可以很方便地实现这一目的。然而，农民工对流入地具有选择性 （Ｂｅｒｔｏ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这一自选择不仅来自迁移 （农民工选择在哪里就业），而且也来自就业

（农民工与特定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程度）。因此，与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和 Ｘ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不同的是，我们采用Ｂｅｒｔｏ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的方法，在纠正双重选择性偏

差而非单一的自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预测收入进行了计算①。

假设农民工ｉ在城市ｍ的预测收入为ｌｎ^ｙｉｊ，ｌｎｙｉｊ可以被分解为 （８）式

ｌｎｙｉｊ＝ｌｎ^ｙｉｊ＋ηｉｊ （８）

（三）迁移成本

与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相同，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将迁移成本引入回归方程。

一种是，我们使用了农民工的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距离作为迁移成本的度量。另一

种是将农民工的流动是否跨省、是否跨区域作为迁移成本的代理变量②，如 （９）式所

示。这一定义与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略有不同。

Ｍｉｊ＝πＤｌｎＤｉｊ＋π１ｄ
１
ｉｊ＋π２ｄ

２
ｉｊ （９）

其中Ｄｉｊ为农民工ｉ老家所在城市与迁移目的地城市 ｊ之间的距离。ｄ
１
ｉｊ＝１，如果农

民工在同一区域进行了跨省流动；ｄ２ｉｊ＝１，如果农民工的流动跨越了区域。

（四）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与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

将 （８）式和 （９）式代入 （５）式，可以得到 （１０）式。这里，νｉｊ＝αηｉｊ＋εｉｊ。令

θｊ≡βｌｎＡｊ＋∑
Ｋ
ｋ＝１βｋｌｎＸｊｋ＋δｊ，（１０）式可写成 （１１）式。

Ｖｉｊ＝αｌｎ^ｙｉｊ＋βｌｎＡｊ＋∑Ｋ

ｋ＝１
βｋｌｎＸｊｋ＋πＤｌｎＤｉｊ＋π１ｄ

１
ｉｊ＋π２ｄ

２
ｉｊ＋δｊ ＋νｉｊ （１０）

Ｖｉｊ＝αｌｎ^ｙｉｊ＋θｊ＋πＤｌｎＤｉｊ＋π１ｄ
１
ｉｊ＋π２ｄ

２
ｉｊ＋νｉｊ （１１）

可以看到，θｊ对城市 ｊ的所有农民工都是相同的，因此，θｊ为城市层面的固定效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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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五部分将详细介绍对双重自选择偏差的纠正步骤。

本文的区域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应。θｊ也可以视为在控制迁移成本和收入之后，居住在城市ｊ的间接效用。

对νｉｊ分布的假定，决定了离散选择模型的具体设定。如果假设 νｉｊ服从第一类型的

极值分布，那么我们可以采用标准的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来估计农

民工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此时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ＬＬ＝∑ｉ∑
Ｊ

ｊ＝１
κｉｊｌｏｇ（Ｐｉｊ） （１２）

式中，κｉｊ＝１，如果农民工ｉ以城市ｊ为迁移目的地。

Ｐｉｊ＝Ｐｒｏｂ（ｌｎＶｉｊ＞ｌｎＶｉｋ）

＝
ｅｘｐ（αｌｎ^ｙｉｊ＋θｊ＋πＤｌｎＤｉｊ＋π１ｄ

１
ｉｊ＋π２ｄ

２
ｉｊ）

∑Ｊ

ｓ＝１
ｅｘｐ（αｌｎ^ｙｉｓ＋θｓ＋πＤｌｎＤｉｓ＋π１ｄ

１
ｉｓ＋π２ｄ

２
ｉｓ）
，ｊ≠ｋ

（１３）

然而，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依赖于无关备选方案的独立性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ＩＩＡ）这一假设。ＩＩＡ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如果ＩＩＡ假设成立，那么如果城市ｊ

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成为农民工ｉ的迁移目的地时，那么农民工迁入城市ｍ的概率会以同

样的比例发生变动。而这在现实生活中，一般都难以实现。相比而言，混合 ｌｏｇｉｔ模型

（ｍｉｘｅｄ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放弃了过强的无关备选方案的独立性这一假设，同时也允许系数在可

观测因素相同的样本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应用上具有极强的广泛性 （Ｔｒａｉｎ，２００９）。这

一点对本文分析尤为重要。由于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很多，而微观数据难以量化或包括

所有这些因素，因此，可观测因素相同的农民工往往会有着不同的迁移行为。

假设收入相同的农民工对迁移有着不同的偏好，那么对数收入的系数 α可以视为

服从分布ｆ（α｜Ω）的随机变量，其中Ω为描述该分布的参数 （如均值、标准差等）。

由于α变为因人而异的，因此，对数收入的系数可以写为αｉ。相应地，农民工ｉ以城市

ｊ为迁移目的地的概率为 （１４）式。通过对 （１４）式在 αｉ的所有取值上进行积分，可

以得到无条件概率 （１５）式。

Ｐｉｊ（αｉ）＝Ｐｒｏｂ（ｌｎＶｉｊ＞ｌｎＶｉｋ）

＝
ｅｘｐ（αｉｌｎ^ｙｉｊ＋θｊ＋πＤｌｎＤｉｊ＋π１ｄ

１
ｉｊ＋π２ｄ

２
ｉｊ）

∑Ｊ

ｓ＝１
ｅｘｐ（αｉｌｎ^ｙｉｓ＋θｓ＋πＤｌｎＤｉｓ＋π１ｄ

１
ｉｓ＋π２ｄ

２
ｉｓ）
，ｊ≠ｋ

（１４）

Ｐｉｊ＝∫Ｐｉｊ（αｉ）ｄαｉ

＝∫
ｅｘｐ（αｉｌｎ^ｙｉｊ＋θｊ＋πＤｌｎＤｉｊ＋π１ｄ

１
ｉｊ＋π２ｄ

２
ｉｊ）

∑Ｊ

ｓ＝１
ｅｘｐ（αｉｌｎ^ｙｉｓ＋θｓ＋πＤｌｎＤｉｓ＋π１ｄ

１
ｉｓ＋π２ｄ

２
ｉｓ）
ｆ（α｜Ω）ｄα

（１５）

（１５）式通常没有显式解，需要采用模拟方法进行计算。计算方法为从分布ｆ（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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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中抽取αｒ，ｒ＝１，…，Ｒ；再将抽取的αｒ代入 （１５）式，计算出Ｐｉｊ（αｒ）。重复抽

取并计算Ｐｉｊ（αｒ）共计Ｒ次，得到Ｐｉｊ（αｒ）的均值，即模拟的无条件概率 （１６）式。

相应地，模拟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１７）式。

Ｐ̌ｉｊ＝
１
Ｒ∑

Ｒ

ｒ＝１
Ｐｉｊ（αｒ） （１６）

ＳＬＬ＝∑ｉ∑
Ｊ

ｊ＝１
κｉｊｌｏｇ（̌Ｐｉｊ） （１７）

（五）城市层面上的回归模型

在估计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或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得到对收入的系数 （α或αｉ）

以及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θｊ的估计值。但从 （６）式和 （７）式可知，要计算出边际支

付意愿与支付弹性，我们还需要估计β。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θｊ＝βｌｎＡｊ＋∑
Ｋ
ｋ＝１βｋｌｎＸｊｋ＋δｊ。在进行城市层面上的回归时，

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常数项 珋θ，作为对城市层面上的平均固定效应的估计。因此，城市层

面的回归方程为：

θｊ＝珋θ＋βｌｎＡｊ＋∑Ｋ

ｋ＝１
βｋｌｎＸｊｋ＋δｊ （１８）

从 （１８）式，我们可以得知空气质量的变动对效用的影响幅度β。结合个人层面的

离散选择模型对α或αｉ的估计结果，就能计算出个人对空气质量的边际支付意愿。（１８）式

的自变量中也包括其他一些城市层面的变量，如城市人口规模、大型工业企业的密度、小学

的密度等。因此，从 （１８）式可以获知个人对城市人口规模等城市特征的估价或支付意愿。

四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五分之一样

本，其调查时点为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日。本文着重考察农民工对进城务工目的地的选择，

因此我们将实际使用的样本限定为１６～６０岁之间、农业户口、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

上并且现在居住在城镇、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为务工经商、非在校学生的样本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根据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的数据，补充了城市层面的空气质量、人口规模、学校密度等指标。由于相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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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比本文而言，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的样本只保留了就业人员和户主，而且年龄限制在２０～
６０岁之间。本文的样本选择标准要更为宽松，但本文的分析仅局限于迁移到省会城市的农民
工。由于西藏的数据有所缺失，我们在分析时去掉了西藏。



关统计年鉴只公布了２００５年各省会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标 （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等），因此，本文只分析了农民工在３０个

省会城市之间所进行的迁移选择。

表１报告了进城农民工的描述性统计信息。从表１可以看出，迁移到省会城市的

农民工在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等方面的分布与迁移到非省会城市的农民工相差不

大。但相比迁移到非省会城市的农民工而言，迁移到省会城市的农民工的在婚率和月

工资收入更高①。与城市本地居民 （省会和非省会城市）相比，无论是迁移到省会城

市的农民还是迁移到非省会城市的农民工，都体现出更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单

身比率更高以及收入水平更低的特点。具体而言，迁移到省会城市的农民工中有一半

为男性。迁移到省会城市的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８９５年，受过小学或小学以

下、初中、高中、大专或大专以上教育的样本分别占到了迁移到省会城市的农民工样

本的２１％、５８％、１７％和４％。迁移到省会城市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３１岁，６８％的

样本处于在婚状态。迁移到省会城市的农民工的月收入为１０２１元，是迁移到非省会城

市的农民工的１０７倍，但只达到了城市本地居民收入的８成。

表１　迁移到省会城市与迁移到非省会城市的农民工的特征

迁移到省会城市 迁移到非省会城市 城市本地居民

男性 ０５０ ０４９ ０５０
小学或小学以下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０８
初中 ０５８ ０５８ ０３２
高中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３４
大专或大专以上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６
受教育年限（年） ８９５ ８７３ １１４１
年龄（年） ３１０１ ３０８６ ３７５５
已婚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７６
月收入（元） １０２１ ９５０ １２３５
观测值数 ５０５９５ ８７４４４ ４７４４１３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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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月工资收入涉及到工作时间的选择这一劳动供给问题，因此小时工资收入能够更为准确

地反映劳动者的生产率 （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９５）。然而，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只提
供了月收入这一指标，但没有小时工资收入这一指标。尽管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提
供了上周工作时间这一指标，但由于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具有较大的弹性，我们无法获知

他们是否在一个月内的每周都能维持相同的工作时长，因此，我们没有借助上周工作时间来

推断上月的工作时间，进而计算小时工资收入。因此，本文所采用的还是月收入这一指标。



　　图１描绘了农民工在３０个省会城市的人均月收入与所在城市的可吸入颗粒物水平之

间的关系。图１中的散点即为各个城市的人均月收入和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水平，图

中的直线描绘了可吸入颗粒物与人均月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从图１来看，农民工的收入

水平与可吸入颗粒物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

点。这似乎说明，农民工迁入空气质量更为清洁的城市，并不必然就伴随着收入水平的

下降。然而，城市空气质量往往与城市的就业机会等具有相关性，而城市层面的收入也

与人口规模以及城市层面的公共服务 （如教育）等相关。此外，使用城市层面的人均收

入进行回归，忽略了农民工对迁移目的地的自选择性。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的迁移并

非是毫无成本的，因此，特征工资方程无法揭示出收入水平与可吸入颗粒物之间的替代

关系①。更为准确的结果需要根据本文第三部分的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图１　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与所在城市的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数据计
算得到。

五　估计结果

（一）纠正双重自选择性偏差后的月工资收入方程

正如第三部分模型设定所讨论的，由于无法获知农民工在当前就业地之外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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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估计了简单的特征工资方程，其结果表明可吸入颗粒物的增加反而伴随着
收入的减少，这一结果无疑不符合常识。



市所能获得的潜在收入，需要利用农民工特征以及各个城市的工资收入函数对潜在

收入进行预测。然而，由于农民工在选择迁移目的地时，往往也会考虑潜在目的地

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因此，农民工在迁移和就业的双重选择性偏差会影响着收入方

程的估计结果。这一双重选择性偏差通常会高估实际在城市 ｊ就业的农民工在城市 ｊ

以外的其他城市所能获得的收入。本文这里采用 Ｂｅｒｔｏ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的方法，该方

法是对Ｄａｈｌ（２００２）的扩展，能够在纠正双重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在不同

城市的预测收入进行计算①。具体而言，与 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的做法类似，我们

将样本划分为低教育水平组 （小学或小学以下）和高教育水平组 （初中或初中以

上）、年轻组 （３０岁及３０岁以下）和年老组 （３０岁以上）。此外，根据农民工的

来源地将农民工分为东中西三组②。因此，可以得到１２个组块 （ｃｅｌｌ）③，进而计算在

每个组块中的农民工ｉ居住在特定城市 ｊ并就业的概率 ｐｉｊ，并将其放入每一城市的月

工资收入方程之中。参照 Ｘ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城市 ｊ的月工资方程设定为

（１９）式④。

ｌｎｙｉｊ＝ａ＋ｂ１ｍａｌｅ＋ｂ２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ｂ３ａｇｅ＋ｂ４ａｇｅ
２＋ｃ１ｐｉｊ＋ｃ２ｐ

２
ｉｊ＋ｅｉｊ（１９）

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列出每个城市的月工资收入方程的估计结果。本文依照 Ｂａｙ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的方法，报告了３０个城市月工资收入方程估计系数的均值和标准差 （见

表２）。需要说明的是，就业概率 （ｐｉｊ）及其平方在大多数城市的月工资收入方程中

都是显著的，这充分说明了控制双重自选择性偏差的必要性。从表２可以看到，男

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随着文化程度或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农民工的

月工资收入呈现出增长的态势。此外，农民工的年龄 －收入之间存在着通常的倒 Ｕ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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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和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只使用了Ｄａｈｌ（２００２）的半参数方法纠正了单一
的选择性偏差 （对城市的选择）。

由于年龄和教育也是月工资收入方程的自变量，这意味着我们使用农民工的来源地对月工资

方程进行识别，其中的暗含假定是农民工的来源地并不会作用于农民工在迁移地的收入。这

一假定或许过强，但我们所控制的就业概率 （ｐｉｊ）及其平方是非线性的，因此也能够实现对

月工资收入方程的识别 （Ｂｅｒｔｏ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例如，居住在东部地区、具有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为３０岁以上的农民工便是其
中一个组块。

我们也使用了受教育程度的虚拟变量而非受教育年限作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



表２　月工资收入方程估计结果

系数均值 系数的标准差 系数均值 系数的标准差

男性 ０２９８７ ００９４２ ０３０５７ ００９５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１９４

初中 ０１５６１ ０１０７５

高中 ０３０５４ ０１５４２

大专或大专以上 ０５１６８ ０４３３３

年龄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５８５ ００２５３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就业概率 ０３８６８ ０３９９３ ００６６６ ０５０３２

就业概率的平方 ６３２１４ ３６０２９ １０５６８５ ５２４１１

常数项 ５０００１ ０５８６０ ５２０８２ ０５８２９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与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

在计算了预测的月工资收入之后，我们将其代入 （１１）式，并对离散选择模型进

行估计。首先是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３报告了未加入以及加入迁移成本的条

件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结果。从第三部分计量模型设定可知，对数月收入的估计系数体现了

收入对间接效用的影响。从表３可以看到，无论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设定如何变化，对数

收入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当只加入对数月收入和城市固定效应作为自变量时，对数月

收入的系数为０２１８３。如果把迁移距离的对数放入回归方程，对数月收入的系数增加

到０４００１，而如同理论预期的，迁移距离的对数对间接效用的作用显著为负。借助对

遗漏变量误差的分析，可以推断对数月收入与迁移距离的对数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除了直接用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作为迁移成本的度量以外，也可以通过虚拟变

量来反映农民工因迁移出特定区域而导致的心理成本。表３第 ＩＩＩ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相比省内迁移而言，跨省但在同一区域迁移给农民工带来了最大的负效用，跨区域迁

移的负效用与在同一区域的跨省迁移相差不大①。第 ＩＶ列则同时使用了迁移距离的对

数以及迁移的虚拟变量，可以看到，度量迁移成本的这些指标都显著为负。在控制了

迁移成本之后，对数月收入估计系数提高到０６１８６。从模型估计的拟合程度来看，第

ＩＶ列的ＰｓｅｕｄｏＲ２最高，因此，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选择使用第ＩＶ列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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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结果与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类似。



表３　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

参数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对数月收入 α
０２１８３

（００５１８）
０４００１

（００９８１）
０２７１７

（００７９６）
０６１８６

（０１０４１）

迁移距离的对数 πＤ
－１４９００

（０００８９）
－０８９５８

（００１０６）

跨省但在同一区域 π１
－５６５３６

（００２５９）
－２６４７５

（００３９７）

跨区域 π２
－５５０４４

（００２５２）
－２６７４７

（００４３０）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５６５ ０８０３２ ０７１６４ ０８２０４

城市数量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样本数量 ５０４４３ ４６５８３ ５０４４３ ４６５８３

　　注：ＩＩＩ和ＩＶ的模型中的省略组为省内迁移、北京；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４　城市层面的估计结果

Ｉ ＩＩ ＩＩＩ

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
－１０７７１

（０４５６２）
－０９６６０

（０４４１０）
－０９０４９

（０４４５４）

城市人口规模
１２２８１

（０１６５７）
１０６８４

（０１８０６）
１１７２６

（０１９７３）

每一万人口大型工业企业

的数量

０３６８０

（０１９８６）
０４８９８

（０２２３３）

人均铺设的道路面积
００４５９
（０３６８５）

每一万人口小学的数量
０４０４９
（０３０５３）

常数项
－１１４２３７

（１５８３１）
－１０６２９９

（１５７５７）
－１１５５６９

（１９９３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４６９ ０６７６１ ０６７５０

样本数量 ３０ ３０ ３０

　　注：自变量均为对数形式；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数据计算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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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１３）式可知，在估计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时，我们也加入了城市固定效应①。从估

计结果看，绝大部分城市固定效应都是显著的，而且其系数也符合理论预期②。估计结

果表明，城市固定效应 （也可视为城市生活质量）排在前五位的省会城市分别为上海、

广州、天津、北京、重庆。

我们将城市固定效应作为因变量，对可吸入颗粒物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层面上的指

标进行回归。表４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吸入颗粒物的增加对城市固

定效应 （城市生活质量或满意度）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和每一万人口

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对城市固定效应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然而，人均铺设的道路面

积以及每一万人口小学的数量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农民工并未从这些公共服

务中获得较大的效用提升。基于表３和表４的相关估计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农民工

对空气质量支付意愿的弹性。如果使用表３第ＩＶ列和表４第ＩＩＩ列的估计结果，我们可

以计算出支付意愿的弹性为１４６３，且其在１％的水平上统计显著③。这意味着农民工

愿意为可吸入颗粒物１０％的减少，而忍受幅度为１４６％的月收入的降低。我们也可以

结合数据中月工资收入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的相关信息，计算出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边

际支付意愿。数据中月工资收入和可吸入颗粒物的中位数分别为８５０元和１０９５微克／

立方米。从公式 （６）可知，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边际支付意愿为 １１３７元。对比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居民对空气质量支付意愿的弹性

要大于美国居民，但边际支付意愿要远低于美国人④。

表５　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结果

对数月收入 ｌｎα

系数的均值
－０４３５０

（０２３０７）

系数的标准差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２５３）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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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北京为参照组，其城市固定效应被设定为０。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城市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标准误差可以使用 ｄｅｌｔａ方法计算得到 （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具体计算方法请参见 Ｈｏｌｅ
（２００７）中的公式７。
需要指出的是，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使用的是年收入，而本文使用的是月收入。但即便用年收
入来度量，中国居民的支付意愿也仅为１３６４４元。



续表

参数 估计结果

迁移距离的对数 πＤ
－１１３８９

（００４４１）

跨省但在同一区域 π１
－２４６４１

（０１３３５）

跨区域 π２
－２２９８８

（０１４０３）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与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

为了考察人们是否会因对空气质量的偏好存在差异而有着不同的支付弹性，本文也

估计了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在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中，假设对数月收入的系数是随机的。为了保证

对数月收入的系数始终为正，假设对数月收入的系数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也即 ｌｎα～Ｎ

（μ，σ２）。表５的估计结果表明，迁移成本对间接效用的作用显著为负，这也是与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对数月收入的系数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０４３５０和

００５５１。对数月收入的标准差统计上显著，这说明不同的进城农民工对收入有着不同

的主观评价。但对数月收入的系数的均值为负，并不意味着对数月收入对间接效用的

作用为负。由于对数月收入的系数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因此，我们可以根据ｌｎα的均值

和标准差计算出对数月收入的系数 （α）的均值和标准差，两者分别为 ０６４９２和

００４４４①。显然，对数月收入对间接效用的作用始终为正。

根据贝叶斯法则，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一位农民工的对数月收入的系数 （Ｔｒａｉｎ，

２００９）。为了估计支付意愿，我们从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中得到城市固定效应，并对可吸入颗

粒物、城市人口规模、大型工业企业的密度等城市特征进行回归。根据估计结果，可

吸入颗粒物的系数为 －１３３４１。由于支付意愿的弹性为对数可吸入颗粒物的系数除以

对数月收入的系数，但对数月收入的系数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一

个农民工的支付弹性 （Ｓｉｎｈ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为直观起见，本文给出了农民工对空气质

量支付意愿弹性的分布图 （图２）。可以看到，尽管支付弹性在不同的农民工之间不尽

相同，但差异在数值上极小，这说明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评价基本一致。此外，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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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计算公式详见Ｔｒａｉｎ（２００９）第１５０页。



也考察了分性别、分年龄、分教育程度以及不同收入组别的支付弹性，但并没有发现

不同组别之间对空气质量的支付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

图２　空气质量支付意愿弹性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数
据计算得到。

六　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居住排序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ｒｔｉｎｇ）模型的框架下，通过考察农民工在不同省会

城市之间的居住选择，估计了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简而言之，本文的计量

分析分为两阶段：在第一阶段，我们估计了农民工的收入对间接效用的影响，并得到

城市固定效应 （即城市的生活质量）的估计结果。在第二阶段，将城市固定效应对可

吸入颗粒物以及城市人口规模等其他一些城市层面的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可吸入颗粒

物对城市固定效应的作用，将第二阶段得到的可吸入颗粒物的系数除以第一阶段中得

到的收入的估计系数，就可以估算出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弹性。本文的基本估计

方法与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相同。但与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相比，本文在如下两个

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在估计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潜在收入时，本文纠正了因迁移和

就业而导致的双重自选择性偏差。而 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只纠正了因迁移而引起的

单一自选择性偏差。其次，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７）只使用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了农民工

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而本文除了使用条件ｌｏｇｉｔ模型，还使用了混合ｌｏｇｉｔ模型，因此，

本文的估计允许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偏好存在差异，而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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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因人而异。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年鉴的城市

层面的数据。基于条件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支付弹性为

１４６３，对空气质量的边际支付意愿为１１３７元。与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的研究结果进行

比较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居民对空气质量支付意愿的弹性要大于美国居民，但边际支

付意愿要远低于美国人。基于混合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估计结果则表明，不同农民工对空气质

量的支付弹性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但差异在数值上的幅度很小。本文的结果表明，

农民工对空气质量的评价和估值基本一致。因此，提供清新的空气这一公共物品有助

于提高总体的社会福利水平。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尚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由于难以找到空气质量的工具

变量，本文没有对空气质量的内生性进行处理。而正如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所讨论的，

空气质量的内生性会导致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出现估计偏差①。其次，由于本文的分析

局限在省会城市的居住选择，因此城市层面的观测值非常少。这也限制了本文所使用

的城市层面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的数量。未被控制的城市特征可能会同时影响可吸入颗

粒物与城市固定效应，进而导致可吸入颗粒物的估计偏差的出现。数据在时间和空间

两个维度的丰富，可以缓解这一问题。如果非省会城市在２００５年的空气质量指标可以

得到，那么可以将城市的样本进行扩充以增加自由度，进而将更多的城市特征作为自

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此外，如果多个年份的可吸入颗粒物等城市特征的数据可以得到，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面板数据中的固定效应模型，去掉不随时间而变动的城市特征对估

计结果的影响 （Ｂａｙ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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